奋斗不息的忠诚战士王绍鏊同志
徐伯昕  葛志成  梅达君
    王绍鏊同志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同时，他也是一位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他的一生是从为民主主义革命到为社会主义革命奋斗不息的一生。1970年3月31日他逝世时，我们党和国家正在十年动乱之中，我们没有机会向他表示内心的哀思；而今我国人民正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同心同德为早日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在我们的国家充满朝气的日子里，更增加了我们对王绍鏊同志的深切怀念。
    王绍鏊同志于1888年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字却尘，取除却尘俗、胸怀大志的意思。青年时期，他曾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抱有幻想。因家境清贫，得亲友资助，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科。1911年毕业回国，正值辛亥武昌起义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他因不满同盟会中有人刺杀了陶成章，就同章太炎等组织了“中华民国联合会”，以后改为“统一党”。他曾亲去南京晋谒孙中山先生，面陈革命方略。不久，他参加了第一届国会竞选，当选为众议院议员，随后又被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从事宪法起草活动。1913年11月，北洋政府下令撤销国民党员的议员资格，王绍鏊同志愤然面归。以后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王绍鏊同志积极参加了讨袁护法运动。袁世凯失败，但继续上台执政的还是北洋军阀，搞得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王绍鏊同志义愤填膺，毅然主张和孙中山合作。他独自到广州出席非常国会，拥护孙中山为大元帅。1923年，北洋军阀曹锟演出贿选丑剧，王绍鏊同志联络江苏籍参众两院议员二十人，断然拒选。后来他又运用国会内的各种关系，组织秘密团体，极力反对曹锟妄图强制国会通过丧权辱国的法案，遭到曹锟的通缉。他逃出北京后，仍然积极进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活动。当广州国民军即将北伐时，他秘密组织了“新苏公会”；然后又与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等组成了“苏浙皖三省联合会”；被军阀孙传芳侦知后，又遭到通缉。1927年1月，他秘密离开上海到武汉从事革命活动。
正当人们欢呼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中国，一些不坚定分子纷纷脱离了革命队伍，有的甚至投降了敌人。而王绍鏊同志在严重困难面前，凛然不惧。在武汉时，他阅读了许多进步的小册子。回到上海，又买了大批日文版的马列著作，刻苦研读。蒋介石的血腥屠杀从反面教育了他，而马列主义的真理更使他在黑暗中看到光明。他在自传里写道：从此他认识到“要除掉中国社会的病根非彻底革命不可”；“专制魔王蒋介石一天不倒，任何政治的改革，绝没有办法”。因此，他积极参加反对蒋介石的斗争。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王绍鏊同志在上海邀集各方面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接着又赶到北平，和蓝公武等人发起组织了“救国协会”。他尽力为东北抗日联军募款，支援军用。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他立刻赶去参加，表示声援。以后王绍鏊同志还积极参加救国会的活动。他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终于在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在他的上海寓所，经常宾客满座，他慷慨陈词，宣传抗日救国，谴责蒋介石叛变革命、卖国反共的罪行。因此，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他恨之入骨，密令通缉。1936年6月，王绍鏊同志到北方去策动阎锡山和冯玉祥的部队加入抗日倒蒋的联合行动，在浦口过江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南京监狱囚禁期间，敌人对他施尽威胁利诱的伎俩，他始终坚贞不屈，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才被营救出狱。此后，王绍鏊同志曾按照党的指示在苏南地区组织武抗小组，并参加了太湖游击队的组织领导工作。从1941年到抗战胜利，王绍鏊同志先后在香港和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担任了繁重而艰险的任务，但他英勇无畏，坚定沉着，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抗日救国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阴谋攫取人民的胜利果实，并在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支持下，疯狂扩大内战。王绍鏊同志全力以赴地投入如火如荼的爱国民主运动，为了斗争的需要，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和帮助下，他和马叙伦等同志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与此同时，加入民进的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如张纪元同志等还合办了一所民本中学，王绍鏊同志担任校长。于是这所中学就成了民进同志经常集会、商讨问题、推动民主运动的场所。
王绍鏊同志交友广泛，他与社会各阶层人士有密切联系。当时他还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支部主任委员，同时又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在他的寓所，经常有文教界、工商界、职工界、学生界的进步朋友来往，谈论国内外形势，或商讨如何开展民主运动的问题。

为了扩大争取和平民主的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民进与上海四十七个主要的人民团体于1946年5月5日组成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后来发展到六十八个团体，包括各界群众四十万人。王绍鏊同志被选为联合会的理事。他对这个联合会的建立和发展，做了很多实际的组织工作。直到一年以后，他被迫离开上海时，有关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重要文件资料都由他负责秘密保管。1946年6月，国共在南京和谈面临破裂；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发动反人民的全面内战的阴谋更加暴露，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联合所属各团体在6月23日发动十万群众，在北火车站举行盛大集会，欢送以马叙伦同志为团长、包括雷洁琼同志在内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去南京请愿。王绍鏊同志担任这次大会的主席。会后举行示威游行，他和陶行知、周建人、林汉达等同志都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尽管一路有国民党特务破坏捣乱，他和其他负责同志始终从容不迫地按照预定计划，步行十余里，把队伍带到复兴公园解散，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

自此以后，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还发起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如反对警管区制，反对伪国大、反对特务暴行、反饥饿、反迫害等斗争，王绍鏊同志无不带头参加，并且主持了其中许多群众性的集会，作了鼓动人心的演讲，对推动民主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7年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法西斯统治变本加厉，王绍鏊同志在党的关怀下与马叙伦、许广平等同志先后转移到香港，在香港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港九分会，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作不懈的斗争。同时，王绍鏊同志用秘密通讯的方式指导在上海的民进同志坚持斗争。他在给上海民进同志的信中强调；只有彻底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方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和持久的和平。这对当时留在上海的民进同志是极大的鼓舞和帮助，更提高了大家与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1948年，党中央发出“五一”号召，民进在香港的领导人一致表示坚决响应。随后，王绍鏊同志和马叙伦、许广平等同志离开香港到达解放区，积极参加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协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王绍鏊同志先后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并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等职。他多次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和其他各种重要会议，经常参与讨论国家重大问题，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竭智尽忠，提出有益的意见。他多次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赴各地参观调查，并对民进地方组织工作进行指导，受到各地会员和群众的欢迎。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他坚决执行党的决定，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他特别强调民主党派过去和现在的一切成就、一切作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必须紧密地依靠党的领导，按照党所指引的方向、道路不断前进，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他也一再向党的领导建议，要让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充分发表意见，提供建议，“择其善者而从之”，使民主党派在党的领导下，能够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王绍鏊同志为人耿直，作风正派，平易近人，生活相素。他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所以他在长期斗争实践中使自己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他认为中国不可能实现西方的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因为资产阶级议会政治，不过是剥削阶级用以欺骗人民的装饰品，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反动阶级的政权性质。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达到富强，中国革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党分配他做任何工作，他从不畏难，总是努力完成。他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在抗日战争年代，他两次毁家纾难，生活十分艰苦。全国解放以后，他仍然克己奉公，从未因个人问题向公家提出要求。临终时，他还嘱咐家属把他的全部图书报刊资料都交给组织。王绍鏊同志这种勤于学习、严于律己、不计名利、克己奉公、为革命事业而贡献一生的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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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9日，是我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发起人，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员王绍鏊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年初，中央民进在北京举行了纪念会。为表示家乡人民对他的怀念之情，特发表文章两篇以资纪念。

